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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信任的研究越来越受重视，信任的含义也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

越来越复杂。如果回到常理及其文化中来讨论信任，它所展现出来的特征可

分为无约束机制的信任和有约束机制的信任，并在文化意义上导致信任地带

的位移。在中国文化中，信任是人们在社会交往发生可疑时而形成的中间地

带，可细分为放心关系和信任关系及无信任关系。其划分原因源自中西文化

对人性及其社会依赖性的不同假定以及它们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偏向或制度性

偏向。由此，信任的本质是社会成员在面对社会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增加时体现

出的对自己依赖对象所维持的时空性特征。以这种框架来重新处理以往有关

中国社会信任研究中的争议和困惑，很多方面的问题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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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义与困惑

几乎所有人都会同意，信任在人类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在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以前，学界之所以对信任问题少有问津，是因为它被看作理
所当然的、不言自明的形态而弥漫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之后各个学科开始对它日趋关注，主要反映了以下两大背景：
一是学者们在学理上越来越想搞清楚它的含义和运行机制是什么；二
是社会生活自身的变化开始使信任问题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这就好
比我们在平原上生活，从来没有想过空气的问题。空气被当成自然而
然的那一部分弥漫于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刻，可一旦我们被迫迁徙到高
原生活，虽然空气对人类而言依然保持其必备性特征，但由于我们自身
发生了改变，空气的必备性便开始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信任在学界
能受到关注，显然缘自人类自身追求的现代化生活。现代化的基本特
征之一是社会风险的凸显，即社会不确定性的巨量增加。当人类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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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放弃现代化道路，又不想再回到田园般的生活中去时，人类的生活随
之也就不再像以往那样安稳和踏实。当个体性投机、市场逐利以及不
同团体间的利益争夺等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旋律时，信任的理所当然特
征也随之消失，以至于成为当今学界广受关注的重要议题。
实际上，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最难研究的事物是人们过于熟悉的事

物。一则因为人们对其太过熟悉，所以它们往往容易被忽视，再则因为
太过熟悉，也往往使人不能同它们保持必要的距离。没有一定的距离，
认识上就会失去客观性，而增加了太多的感受性，进而思考问题的方式
也只能凭借自己熟悉的那部分来进行主观认定。信任是一个人们太过
熟悉的问题。它不分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生活领域地存在于每一个
人的日常互动及其言行当中，以致于我们无法有距离地看待它，或者将
它当作一个他者，让自己抽身事外以认清其中的特征乃至本质，由此，
以往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更像一个万花筒：五彩斑斓、富于变化且无穷
无尽。尤为可悲的是，随着专业性的研究成果数量激增，我们也未必越
看越明白，而是越看越迷糊。就笔者自己的感受而言，虽然不少研究其
思想观点因相互碰撞而富于启发，但更多的是给人造成混乱和疑惑。
笔者甚至认为：想继续通过阅读大量文献来搞清楚这个问题，未必是一
条合理的出路，应该回到常理上来了。而回到常理上来讨论，也是需要
勇气的。
基于对与信任问题有关的研究成果的大致梳理，笔者深感困惑的

问题可以集中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科学领域中没有成熟的信任理论
信任往往被分割在不同的学科中时隐时现地加以讨论。总体而

言，社会学理论中关于信任的讨论，比较其他社会科学理论要单薄许
多。诸多观点并没有被展开，或者没有被涉及到，理论框架也很不清
晰。在现有的社会学理论方面，对信任研究最有深度的要算是卢曼
（Ｌｕｈｍａｎｎ）（２００５）的《信任》。他在篇幅不大的书中对信任做了深入
的、很有见地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亦对社会学理论本身有拓展的
意义。另一些带有理论性思考的著作要数巴伯（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８９）的《信
任的逻辑与局限》和艾森斯塔德等（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　ａｎｄ　Ｒｏｎｉｇｅｒ，１９８４）的
《保护人、被保护人和朋友》等。如今，这些著作已成为信任研究的经
典。科尔曼（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０）和吉登斯（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９８）的思考散见于

·３·

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



有关其社会行动系统及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论述中，其中不乏真知
灼见，但尚未形成一种比较完整的理论架构。还有一部比较理论化
的社会学著作是由波兰社会学家什托姆普卡（Ｓｚｔｏｍｐａｋ，２００５）撰写
的，但这部书仅从社会学角度上梳理了信任的各个方面，尚没有建立
起一种关于信任的社会学理论。目前较为关注信任话题的学科是社
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其他学科均根据这几个学科提供的
定义和框架来延伸自己的相关讨论。总之，由于整个社会科学尚处
于对信任的探索之中，关于信任系统及其运作模式还没有直接的理
论可以借鉴和运用。

１．还可参见：翟学伟、薛天山，２０１４，《社会信任：理论及其应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即出）。

（二）信任的含义不确定
含义上的零乱表现在各个学科、各种学科取向的学者都有自己的

见解和主张。现在看来最具影响力的分类是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其
广泛的被认可度源于它可以装下其他一些关于信任的讨论（尤斯拉纳，

２００６），比如认知的、情感的，个人的、制度的，计算的、了解的、认同的，
人格的、权力的，关系的、策略的等（罗家德、叶勇助，２００７）。１而在此所
谓的影响还构成了一种文化的视角，因为在这一分类的背后有特殊主
义和普遍主义，乃至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研究框架作支撑，由此可以得
到一种比较清晰的对比模式来区分东方（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信任特征
（周怡，２０１３）。就中国学者自身在这方面的研究状况来看，更大的问题
还不是在如何分类方面，而是在含义方面。信任在中国涉及到信、诚
信、信誉、信赖、相信、信息、信用，也涉及到真诚、善意、诚实、忠义、欺诈
等道德和伦理品质。这种内涵互涉、能指各异的多词现象导致了中国
学界非但未能对信任作出合理的分类，且还使得大多数的讨论被深深
地束缚在无意识地滥用混用词语的窠臼之中，使得一个本来就很难搞
清楚的问题变得更加混乱（翟学伟，２０１０）。

（三）信任的指向性不明确
具体而言，信任是属于非理性的讨论还是理性的讨论？比如，信任

产生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信息的不充分或者社会确定性不够，那么在信
息不充分或社会不确定的情况下对人或对事做出信任的判断，究竟应
当划归于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 （Ｅｌｓｔｅｒ，１９８９；Ｃｏｌｅｍａｎ，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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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ｄｉｎ，１９９１，１９９３，１９９６；Ｈｏｓｍｅｒ，１９９５）。再比如，涉及信任与被信
任的双方之间是否应该具有契约关系或者权力关系？因为一旦有契约

或权力的外在因素介入，那么信任运行便更容易得到保证；但换一个角
度来看，一个被控制或害怕受罚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可信性行为算不算
信任？一种答案是算，因为建立健全这样的社会系统可以使人的行为
变得可信（卢曼，２００５：８５）；另一种答案认为不算，因为这样的社会系统
建立于“人不可信”这一假设之上。如果人是可信的，社会并不需要建
立这类惩处系统（吉登斯，１９９８：２１）。

（四）跨文化研究中的问题
关于信任的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是福山（２００１）的《信任———社会

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而更宏大的比较研究在历史学中也有所
体现（梅登，２００９；蒂利，２０１０）。中国学者目前面对的问题大体上可以
说仅仅是将由自身文化塑造出来的信任特点归结到西方分类中去，而
并没有认真想过上述分类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是由分类取向的认知方
式导致的。在这一点上，日本学者比较自觉。他们通过对日本人的研
究，提出了一个信任的解放理论（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　ａｎｄ
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１９９４；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　ａｎｄ　Ｃｏｏｋ，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指出本属于西
方人划分的有信任部分，在日本人那里不叫信任，叫保证或者承诺。为
此，他们认为信任是在保证和承诺之外出现的，换句话说，不能保证和
承诺的地方才会有信任问题。这类研究本可以给中国学者带来重要的
启发，但事实上却没有。
面对上述信任研究的处境，是进一步沿着林林总总的观点走下去，

还是暂且搁置如此五花八门的专业讨论来另辟蹊径，寻求新的突破呢？
本文认为，有必要先回到生活常理中来，在惯常经验中思考信任现象以
及信任缺失的意味，然后再回到学理中来同上述的信任研究进行对话。
因为当见仁见智的学术概念、观点以及专业研究手段不再限制和干扰
我们的思考时，说不定反而可以使我们能更轻松自如地径直理解信任
的本质为何。

二、回到社会常理中寻找信任

撇开繁复的问卷填答和数理统计加概念建构，仅就常识而言，讨论
信任首先起因于人是群居的动物。从常理上说，一个人一旦离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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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就无法生存；反之，人人都在群体中，就都有机会存活。群体生活
的作用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其内部有一个动态的相互依赖协调机制，
简单地说，就是互相支撑和照顾的问题。一个文明的社会（也就是文明
的群体）通常会假定，一个人一生中的两端，即童年和老年需要他人照
顾；中间一段，即青年和中年，是自己照顾他人。由于任何一个个体一
生总要经历童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因此一个个体一生就既有他人照
顾自己的时候，也有自己照顾他人的时候。由此而言，任何人之所以能
够活下来均由于人的生活是建立在彼此依赖的基础之上的。依赖是人
类生活的必然，构成了所谓社会性的基本特性之一。可是，在不同的社
会环境中所形成的依赖方式却有着很大的分别，家庭、亲属、朋友、团
伙、帮会、组织、机构、国家等，都可以成为人们生存与发展的依赖对象。
依赖方式的多样性导致了人们对可靠性的选择，也就是说，一个人究竟
选择什么样的依赖对象才能够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衣食住行、日常活
动和其他更高层次的需求，比如社交、文娱、交易、教育及其他精神活动
等，将受到自然环境和相应文化观念的驱使。所谓可靠性的一个比较
学术性的表达之一就是信任，但是，这一表达又不是其内涵的全部。信
任只是可靠性的一个层面、一个方面，其他方面还有信念、信仰、信誉，
也有纽带、习俗、伦理、制度、法律等。信任之所以会与这些概念相互牵
扯在一起，就在于可靠性自身的多样性。可是，信任同这些概念有关，并
不意味着它可以被随意地与这些概念相混淆，因为在上述各种概念的彼
此交错中，有的使信任变得重要，有的则会使信任变得不重要；有的会增
强信任，有的则会减弱信任；有的会导致信任消失，有的则会使信任成为
可有可无。
为了便于在常理意义上讨论信任，笔者先以人类最基本、最需要、

最有依赖性的婚姻为例。婚姻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形式，是一种文明
的体现，动物界只有交配而无婚姻。如果人类的婚姻形式是群婚制，那
么信任意义不大，其中既不需要确定谁一定要依赖谁，也不需要考虑交
配对象的唯一性和持久性。这种婚配制属于强依赖、少信任，即跟谁过
不是过；如果婚姻形式是配偶确定性的制度，比如一夫多妻，一妻多夫，
或者是一夫一妻制等，那么其确定性、唯一性和持久性的要求越高，信
任的要求也就越高。在许多文化中，贞洁、贞操或忠贞不渝的表达是信
任在婚姻中的极致性表达，是彼此间最高程度的信任诉求。可是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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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文明形态达到这一阶段时，信任概念一方面在凸显其重要性，另一
方面也出现了一个悖论（吊诡）。因为社会为了保证夫妻双方信任关系
之建立，出现了很多约束性的机制：道德约束、习俗约束、规制约束或者
法律约束。无论哪种约束，都在指向一个含义，这就是夫妻之间的情感
维持被文明社会假定为有很大的难度，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反之，如
果文明社会假定夫妻之间会持续保持彼此的信任，那么附加任何约束
机制就成为多余。正是透过这一点，使我们意识到，作为约束机制以外
的男女关系，比如因爱情而同居或因爱而形成的伴侣关系，恰恰可以定
义为一种没有约束机制的信任关系。
没有约束机制的信任还可以体现在社会的其他方面，比如一个人

在陌生的地方因故把随身行李托付给一个陌生人保管，而这个陌生人
就守着这个行李等此人来取。他既不走开也不打开，也属于无约束机
制的信任。又比如有不少社会经常发生陌生人要求搭便车现象而并不
受到拒绝等。无约束机制的信任很容易被划归为道德信任或人格信任
的范畴，甚至可以同信仰、信念挂钩。如何进一步归类，这里暂不讨论。
笔者只想表明，这样的例子在人类生活中屡见不鲜，但社会依然不放任
这样的信任方式，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社会无法保证它们在统计意义
上是可行的。大多数文明社会都预设了更多的人往往会采取不信任的
方式来处理彼此的关系，所以即使有人可以做到忠贞不渝，或者一些人
的品德真的很纯洁、很高尚，社会还得启用约束机制的信任，比如要有
婚誓、婚约、婚姻登记，或者反复提醒不要把随身物品托付给陌生人看
管，即使是熟人之间也应该保留凭证或建立契约抑或一些社会价值反
复强调的不要同陌生人说话，等等。从此类事例中可以发现，有约束机
制的信任其实不是完整的、纯粹的信任，充其量是有条件的，有限制的或
不纯正的信任。当这样的约束条件越来越苛刻，处罚手段越来越严厉
时，社会已经在向其成员宣告，虽然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但因为有这样
一套处罚机制在运行，大家依然可以放心地生活，这个社会也散不了。
讨论至此，信任研究中的悖论便凸现出来了：因为社会失去信任，

就得建立苛刻的处罚机制，人们不愿意受罚，又会维持彼此的依赖，维
持住彼此的依赖又被定义成该社会具有良好的信任，并且还有望达到
普遍信任的水平。反过来说：普遍信任水平越高，暗含着该社会的处罚
机制越完备；社会处罚机制越完备，又意味着该社会缺少信任。就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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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来看目前的研究，许多研究者都把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当成是建立社
会信任的关键。而笔者所理解的信任本应该是，在少有约束机制的前
提下，人们彼此之间可以实现互相托付，并能够确切地预测其结果，由
于社会对这样的设定缺乏自信，所以社会便更强调有约束机制的信任。
当然，至于这里的“人们”是特定的，还是泛指的，是西方社会学划分特
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一个标准，有关这一点在中国的情况，笔者将在后
面予以讨论。在此，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假设一个社会建立了一套发
达的约束机制，那么其中所发生的信任关系并不能证明该社会具备信
任，只能证明很难发生不信任；其次，我们还需要懂得，一个社会也不一
定非得具备信任，它可以有信任，也可以没有信任，因为只要有约束机
制存在，社会依赖性就在；社会依赖性在，即使缺少信任，也不至于解
体，只不过社会运行的成本会不断增加罢了。比如，我们看一个地方的
社会信任状况如何，可以随处看看该地区的夜不闭户的情况；如果该地
方居民房屋的防盗措施很发达而使人有安全感，我们能说该地方的信
任情况良好吗？反之，如果该地方没有防盗措施而同样使当地居民有
安全感，我们能说该地方信任情况不好吗？

２．参见：翟学伟、薛天山，２０１４，《社会信任：理论及其应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出）。

如果人类出于在依赖性中的某种需要建立信任，而为了防范不信
任的出现，又需要借助于宗教、习俗、道德、契约、法律等来加以约束与
制裁，从而来维持信任，那么，把社会简单地划分为有信任和没信任就
不合适了，因为，信任概念所展现的实际上是一个不确定的领域（卢曼，

２００５：１７；吉登斯，１９９８：１５３；山岸俊男、山岸绿，２００３：１０８）。这一不确
定性让信任概念与风险概念之间有了极高的相关性。可是，笔者在此
想要强调的是，信任概念的含义本身是带有对不信任的质疑性的。也
可以说，不确定所构成的含义是社会在客观上存在着风险，可质疑的含
义是指人的主观判断。看起来客观风险的存在会导致质疑，但也有一
种可能是没有风险，人们依然将信将疑。这种将信将疑之所以依然出
现来自于人们对其所处环境的不熟悉，不了解，而非真有风险。可见，
在中国文化意义上，信任概念本身隐含着对信任有无的疑虑，而非乐观
的肯定。如果深入考察大多数西方学者的信任研究，就可以看到，大部
分定义都充满了积极、肯定、健康、善良的意味。２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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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通常所谓的信任，大都是就有约束机制的信任而言的，一般不再
讨论无约束机制的信任，后者只有在涉及信仰、信念、道德或人格层面
时才会出现。
基于以上的探讨，笔者的主张是，信任的本质不在保证，而在质疑，

是人类社会在彼此依赖的前提下，出现的一个客观不确定而主观想确
定的中间地带，而这一地带的两边均是无信任地带。其中一种无信任
地带不需要约束机制，却也未必涉及信仰、信念、道德或人格，因为这里
还涉及到一个唤醒的问题。这好比一个幼童的纯真同一个有信仰、有
修养之人的纯洁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被意识到并不意味着没有，笔者
称之为“自在性”。由于这一部分的信任处于没有被唤起之中，所以人
们对此习而不察。信任的出现也即质疑的开始。此时约束机制发生，
中间地带形成。而随着约束机制的加强，不信任的成分越来越大，最后
进入另一种无信任的地带。
由此可知，虽然在信任地带的两边都是无信任地带，但这两个地带

的内涵却大不相同。其中一边的含义是人们毫无戒备之心的部分，它
表现出人与人之间非常亲密的关系，是一个个体生命或生存安全赖以
寄托之地。其含义可以相当于上文所提到的无条件的、无约束的、完全
的信任。但由于笔者在此更多地是要强调它没有被唤醒的状态，所以不
再使用信任一词，重新寻找一个新的说法，即“放心”或“绝对放心”地带。
另一边的无信任含义则意味着大量的猜忌、欺诈或背信弃义，如果不对
此采取严厉的措施将导致社会发生大规模的恐慌乃至解体。于是，社会
为此必须建立许多严厉的控制手段，形成完备的社会制裁体系，最终再
次让人回到放心的地带。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信任始终是
在有条件的、有约束的、有疑虑的制约下进行的。

三、文化中的信任

在以上述观点与现有的信任研究展开对话之前，让我们先回到文
化上来深化上述常理性讨论。本文以上的论述重点是信任与社会的关
系，下面，笔者重点来探讨一下信任与自然环境及其相应文化的关系。
众所周知，社会或者人群不可能生活在没有自然环境的地方。

自然环境造就了人群的生存方式及其社会构成，而文化乃是这种生
存方式与社会构成之体现。游牧、贸易或农耕所表现出来的合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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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特点是不一样的。比如游牧具有流动性，贸易具有契约性，而农
耕则是非流动，非契约的。一种属于非流动、非契约社会的主要特点
是大多数人选择安土重迁、聚居于一地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以
常理而论，流动和契约的共同特点都是不确定性的增加，风险随时可
能出现，因此建立确定性关系或者降低贸易中的风险本身会使信任
问题凸显出来。而就更为复杂的精神文化而言，宗教之间的排斥和
斗争，还将促进团体内部的忠诚度和信任度（蒂利，２０１０）。但是农耕
文化的聚居特点所导致的首先是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不是博弈论
中讨论的一次还是数次博弈，而是世代人之间的联系，甚至，从根源
上说，聚居于一地的人群可能就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发展而来的。
在这样的人群中依赖性是必须的，其凸显的依赖程度已经不是一个
社会学的话题，而是一种文化的特点。作为一种文化，依赖并不需要
借助交往、互动、博弈的频次来判断，而主要是通过牢不可破的血亲
之远近来衡量。人们依据的关系亲密度未必是走动的频次，而是可
以记录和展示的五服关系与族谱。比如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有特定
的工作场所，尽管天天与同事打交道，却抵不上他每年回家只见一次
面的家人亲密。亲密性在农耕文化中是“关系”，不是“交往”。有关
系，未必频繁来往；频繁来往，未必有“关系”。在熟人社会中，外来
人、外乡人、外地人是需要考察信任的重点地带，自己人或自家人在
一般意义上则较少涉及信任地带。
众所周知，农耕文化与熟人社会是中国文明的基本特点。那么，在

这样的人文环境里，是否还需要约束机制呢？我们知道，约束机制并不
都是针对信任的，实际上，只要一个家庭、一个地方、一个社会、一个国
家需要正常运转，都需要有约束机制。关键问题在于约束机制在中国
文化中留给信任的部分在哪里？笔者的考察结果是，这一部分通常是
用来对付血缘关系以外的人的。这点一方面导致了血缘关系以内的人
被置于放心关系中，血缘关系以外的人被置于是否有信任的关系中；另
一方面，由于亲缘关系是一个延展性的概念，表现为由近及远，因此其
内外不是很明确，需要认定或认同。为了便于论述，笔者在此以儒家文
化论述最多的人伦思想来阐明这一观点。儒家认为人伦中最重要的关
系只有五种，所以人伦其实是五伦：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现在
依照血缘关系来划分，其中既有血缘内的，也有血缘外的。由此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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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列是父子和兄弟属于血缘内，夫妇、君臣、朋友属于血缘外。当我
们再回到约束机制上来考察时，就可以发现其约束方向之差别。按照
曾对中国文化带来巨大影响的孟子的提法，父子和兄弟需要遵循的伦
理是“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即强调的是仁爱、秩序与规矩；而夫妇、
君臣和朋友要遵循的伦理分别是“夫妇有别”、“君臣有义”和“朋友有
信”，即指向的都是信任的约束。其中比较好理解的是“义”和“信”，它
们都指向信任，在中国词汇中可以合并为“信义”。而夫妇关系则比较
复杂，所谓“别”做“区别”、“不同”来理解。更多的含义是因性别导致的
规范差异，即各守各的规矩，比如男女授受不亲；但是这里还有一种可
以挖掘的差别是要把一个原本属于外人的身份转化成一个家里人。那
么，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其伦理重点应该是侧重家内的规范、秩序，还是
家外的信任呢？只能说妻子的角色在理论意义上处在“放心关系”与
“信任关系”的边缘。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婚姻的理解偏于女子结婚是
嫁入男方家，结果更容易把妻子归入放心关系，而现代化社会更强调婚
后夫妻单独过时，那么信任关系就由此形成。回到传统社会中，即使妻
子可以纳入放心关系，但中国人在父子、兄弟和夫妻关系的选择性上，
还是更倾向于将父子、兄弟看得更亲一些，也就是把前者归结于放心关
系，而把夫妻归结于放心与信任的过渡带上。不过，这样的阐述还属于
社会伦理的原则部分，在具体生活中则需要根据妻子本人实际表现如
何再做定义。
以上有关夫妇关系的讨论，在更大的范围内也正好符合笔者在常

理上关于婚姻的讨论。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强调的“从一而终”、“不离
不弃”不仅是一种文化价值，还是一个现实。价值一旦要落到实处，夫
妻之间能自觉自愿地做当然最为理想，可是，由于在实际生活中毕竟还
是不能完全保证人们都如此，所以就需要加入一定的乃至苛刻约束机
制。当然，因文化各异，婚姻的约束机制也就有所不同。比如西方人为
此要把婚礼放在教堂里进行，相恋的男女要面对上帝，在神父面前宣誓
忠于对方；而中国人需要通过盛大的婚礼，通过“拜天地”仪式向天地、
高堂和父老乡亲宣告他们将白头偕老等。时至现代社会，相应的仪式
则需要通过法律程序进行确认。无论借助宗教、礼俗还是法律，功能上
都具有偏向文化上实际的或想象中的制约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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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几个问题的回应

基于以上讨论，笔者在此想顺便回应一下目前有关信任研究中几
个颇为重要的观点或理论问题。
第一，关于中国人“人性本善”的普遍认知与对他人低信任度的矛

盾问题。包括笔者本人在内的许多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在问卷调查
中表现出了对“人性本善”的高度认知，也就是普遍认同人有善意的倾
向。对此，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同中国人的低信任之间是矛盾的（王雪
飞、山岸俊男，２００３：１７９）。如此判断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框架，即如果大
多数个体相信人性普遍存在着善意，那么社会的信任度就高，防范度就
低；反之，如果人性被普遍看作有恶的倾向，那么社会的信任度就低，防
范度就高。这点看起来在逻辑上没有问题。由此可以根据民众对人性
的不同假定，判断社会信任的有无或高低。即使我们单靠这一假设区
分不了复杂的信任问题，还需要更多方面的测量，但起码善意与信任，
恶意与不信任之间应该保持一致。可是，对中国人的大量调查结果显
示，中国人既倾向于人性是善的，又认为不能轻信他人。这种不一致在
上述的逻辑框架中显然是讲不通的，可中国人自己并不觉得矛盾。那
么，究竟应该如何来解释这一现象？
我们知道，人性本善是儒家最重要的人性假设，对中国人的影响很

大。但这里所谓的“善”有一系列需要处理的问题：（１）作为善而体现的
仁，是儒家重点讨论的概念。可研究发现，仁是情境主义的，不是一成
不变的（安乐哲，２００５：１１１）。不同的学生向孔子问仁，孔子的回答都不
一样。情形不同，语境不同，问法不同，学生不同，所答的“仁”的含义也
就不同。另外，善意充其量是人的动机，中国人都认为“好心可以办坏
事”，那就等于说善意可以导致恶果。这不是简单的逻辑问题，是经验
和事实的问题。由此可见，同意性善不意味着要同行动保持一致。（２）
人性本善，有一个“本”字，本可以做“根本”讲，也可以做“本来”讲。做
根本讲，其意思是无论怎么说人性都是善的；做本来讲，意思是人性本
来是善的，后来可以不是。比如《三字经》中的“性相近，习相远”，意指
人可以学坏，但学坏的人，本性还是善的，所以人需要教育，使其改邪归
正。如果人性本恶了，那就归不了正了。所以善意恶习并不矛盾。（３）
善从来不是一视同仁的，是有等差的。一个人对自己家人善，不能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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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其他人也善；反之，一个人对其他人恶，也推不出他对家人也恶。
诸如那种一贯到底的、态度与行为相统一的善或恶，为中国人所不能理
解。中国人喜欢讲“虎毒不食子”就是这个意思。
总起来讲，为什么中国人同意每个人都有善意呢？因为坚持情境

主义的中国人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人和亲人，所以人人都可能在
其中表现出善意；为什么中国人倾向于对人不可轻信呢？因为每一个
人都有可能遇到坏人，所以不能轻信别人，以防万一遇到坏人。可这又
不意味着坏人在自己的家庭情境下还是坏人。
第二，关于西方学者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问题。所

谓普遍信任究竟意味着社会存在着广泛的无约束性的信任空间，还是
因为社会约束机制苛刻而导致处于其间的人们彼此相信对方，其实，这
一问题并未在该分类中被交代清晰。但比较清晰的分界点是，依照西
方学者的划分，所谓特殊信任是指有特定对象的信任，普遍信任则指无
特定对象的信任（罗家德、叶勇助，２００７：４７）。在西方学者的研究框架
中，信任对象的有无标志着本处于人际关系中的信任能否走向更广阔
的社会层面上去———社会制度、社会系统、社会环境。不少研究发现，
中国社会中的信任对象是明确的，而且关系化特征明显。一旦进入社
会层面，中国人的信任度就会大大降低。福山（２００１）即持这一观点，只
是他寻求到的文化根源在于家庭主义限制了中国人只相信自己人和熟

人，而不愿意走向社会，这一观点也出自高伟定的研究（雷丁，２００９：

１００）乃至于更早出自韦伯（２００４：３１５）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研究。虽然福
山并不是从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维度上来分辨中国人信任的特点

的，但得出的结论最终还是可以回到这一分类上来。
将中国人的信任归属于特殊信任，除了国内学者还有一点抵制外

（彭泗清，２００３；李伟民、梁玉成，２００３），几乎是学界的共识，只是其抵制
的理由并不充分。笔者觉得，在此我们有必要讨论的是：基于关系本身
的信任是否就属于特殊信任？许多海外学者认为，中国人所谓的

ｇｕａｎｘｉ（关系）的含义更接近于个人关系（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而非人
际关系（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个人关系的意思就隐含了特殊主
义，而人际关系的含义可以是特殊主义的，也可以是普遍主义的。笔者
（翟学伟，１９９９）以为，在ｇｕａｎｘｉ的研究上谨慎地区分个人关系和人际
关系是很有价值的。但在有关信任的研究中，依然拘泥于这样的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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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够了，我们还需要作做更深入的思考。“关系”（ｇｕａｎｘｉ）在中国人
的实际使用中有三层含义；认定的关系（家人、老乡、朋友、同事等）、可
以搭建的关系（拉、套、扯、搞等）与由前两者建立形成的关系网。这三
者的分类不是很严格，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即关系既然很重要，那么有
则很好，没有就需要想办法建立，最终建成一种广泛的人脉。如果人们
同意关系具有上述这样几个层面，那么，信任就可以再回到约束机制上
来讨论了。
我们知道，关系之所以能被看成是特殊信任，主要是因为信息的全

知性特征，用中国人的说法叫做知根知底。可是，需要更进一步予以追
问的是，信息的全知性特征又为什么能产生信任？一个看似正确的回
答是信任建立于信息的基础上的。信息越完备，信任度也就越高。那
么，为什么信任非得建立在信息之上呢？笔者在前面所列举的在无约
束机制的信任关系中托付陌生人看管行李的事例，就不是建立在信息
之上的。这一案例足以说明全知性的关键未必是由于信息的重要，而
真正原因是其中内含着一种强大的约束机制。人们通常会以为，个人
之间的某种信任关系如果是建立在信息不完整，甚至很少、很片面的条
件之上，这就很容易造成一旦阻断这方面的信息信任就会消失的局面；
反之，如果个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全知性的基础上的，那么即使部分
信息的消失也不会影响全局，信任依然可以得到保证，即所谓“跑得了
和尚跑不了庙”。但是，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思考的是，信息的全知性并
不等同于信任的建立，因为获得更多的信息既可以有助于信任的稳固，
也会导致信任的失去。也就是说，全知性本身既构成信任，也会导致不
信任。还有，基于全知性信息之上的信任建立的机制并不一定来自传
统，还可以通过现代社会制度来实现，比如建立个人档案、信用记录或
者实行各种有效证件制度等。因此，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凡是通过
关系所建立的信任，就是特殊信任。其实，关系信任可以是非特定性
的，更多地是借助于关系网来展现的。我们一讨论关系，不要总是局限
在面对面的互动，比如“人情”或“面子”的层面来思考中国人的关系，尽
管这些方面的讨论可以将中国人的关系特征展示的淋漓尽致（翟学伟，

２００５）。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考虑，在缺乏个人档案、诚信记录和身份信
息的社会，一个人的全知性约束就来自于他必须生活在他的关系网中。
关系网的特征在中国语义中不是指团体内部的交往（组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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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社会资本，而体现在血缘和地缘，或者说差序格局方面。血缘和
地缘网络所体现的最重要特征就是网络的不流动性；而差序格局式的
网络所传达的意思是人们未必要彼此直接认识。随着关系网络的扩
张，人们完全可以互不相识，但根据各种交谈中的信息、说话者的方言、
乡音等，很容易判断出彼此是否属于同一个网络。一个人的行为受制
于网络，是因为网络在没有其他形式的社会控制情况下发挥着其特有
的控制功能。在这中情况下，它对个人的处罚并不是借助于社会规范
程序，比如司法审判等，而主要通过对其名声的控制。关系网络中的人
是靠名声来生活的，或者说，一个人如果在其网络中有了一个坏名声，
他（或她）就只好离开他（或她）的网络；反过来说，一个人可以在陌生人
的（或曰匿名的）社会环境中做坏事，也是因为他（或她）知道他（或她）
不在自己的网络中。如此这般，对于一个不守信用，不讲信任、背信弃
义的人来说，他为了要达到自己的利益，是否就干脆离开他（或她）的网
络算了呢？过去不能，现在能。因为一方面方言和乡音限制了一个人
去外地生活，或不得已要被当成外地人去讨生活；另一方面家庭主义，
或关系纽带，即关系网本身会使所有涉及此事的相关人员遭殃，并通过
网络自身特点迅速传遍整个网络，使此人成为笑料被反复议论，或让此
人及其相关人员遭受耻辱与惩罚，诸如“没脸见人”、被人“戳脊梁骨”或
“背黑锅”等。社会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就是把这种关系网破坏掉，让个
体发生流动，让名声做成广告由大众媒体来传播，并在流动中建立征信
制度。网络制约机制消失了，以关系为基础的信任也就随之消失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以关系为基础的信任逻辑是，

人在关系网中就得守信用；不守信用要么失去名声，要么逃离关系网，
说不定还要把家人捎上。这还只是在理论上说得通的方面，如果附加
中国文化的条件，由于这个关系网不发生移位，所以它强化了彼此的生
存依赖性与处罚的力度。从血缘和地缘上看，中国人的关系讲究的是
长久性和无选择性（翟学伟，２０１１），一个人因为不守信，使自己游离于
网络之外，即以背井离乡的方式去重新建立短暂性的和有选择性的社
会关系，付出的成本实在太高。于是一个更加真实的社会现象是，即使
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不够，人品也有问题，只要想待在不流动的网络中，
就得维持住彼此的信任关系，或者说，一个人因为跑不掉，而守信比一
个人讲道德更符合真实社会的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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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如果关系网本身就构成了以关系为基础的
信任约束机制，那么重视关系的信任是否就是特殊信任？笔者认为不
是。因为关系网不是一个特定的对象，它同社会制度一样对信任起到
了保护的作用。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在交往或交易中不能确定是否
相信另一个人，但只要他们享有一个共同的网络，或者对此人所在的网
络具有全知性的信息，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这样的观点无论在传
统还是现在都能得到实证资料的支持（蒂利，２０１０；雷丁，２００９；翟学伟，

２００３）。由此可见，中国人的信任特点不在于是特殊信任还是普遍信
任，而在于是借助于网络化的方式制约，还是制度化的方式制约。
第三，笔者觉得还有必要讨论一下作者本人所提出的“放心关系”

与日本学者提出的“保证关系”是不是同一种含义。这里也许存在很容
易被混淆的地方是，日本学者有时也把保证关系说成放心关系，或者安
心关系。但仔细阅读他们的观点便可以发现，他们所谓的保证关系是
指因为有一套严厉的规范和处罚机制作为团体成立的前提，才会让团
体成员不把彼此的关系建立在信任方面，而是建立在保证或者承诺方
面（山岸俊男、山岸绿，２００３）。保证或者承诺不需要信任，虽属于笔者
所谓的无信任地带，但与他们的观点非常不一致的地方在于，笔者强调
的这种无信任地带恰恰因为不需要约束机制才让人放心的，而信任解
放理论中的无信任地带是需要制约机制才使人放心的。可见，这是一
个相反的观点。笔者理解的强制性的制度形成是因为社会失去了信
任，所以需要靠制度性监督与惩处来保证其成员的有机团结；而山岸俊
男等（２００３）的观点则在于强调，因为有制度性制约在，所以团体成员之
间可以达成保证关系。这两种理论中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放弃了
使用“信任关系”。但笔者划分出来的无信任地带比解放理论更进一
层。根据上面的反复论证，笔者认为进一步区分无信任地带是必要的，
否则很多社会现象不好解释，至少不符合中国文化中的很多特点。在
一个家族主义很发达的社会，放心关系不以约束为前提，而是以假设为
前提。中国文化假定了亲人与信任之间具有极高的同质性，即使没有
处罚机制的介入，这样的信任度本身也是极高的。
最后，当特殊信任或者普遍信任不再成为一种考察中国人信任方

式的框架时，许多研究中提到的所谓儒家文化与普遍信任之间是负效
应的观点（周怡，２０１３），也就不成立了。如果一定要问儒家文化究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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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信任之间是正效应或者负效应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可以说，
儒家文化同以关系为基础的信任有正效应，同以制度为基础的文化有
负效应；儒家文化与重视名声的社会相契合，与讲法制化的社会不够
契合。

五、究竟什么是信任？

讨论至此，有必要概括一下笔者本人的观点，即人类生活中的依赖
性是必须的，但作为依赖形式之一的信任，则带有更多的社会构成和文
化观念之特点，并造成理解上的部分差异。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在所有
的社会生活中都普遍存在着信任现象，但信任的内涵却因文化不同而
发生一定的调整；不仅如此，即使是学科方面的讨论也会体现出来这样
的偏向，比如卢曼（２００５：６－７）针对心理学关于信任研究时就批评道
“完全不同的根据促使人们给予或拒绝信任”，同时他引用了一位学者
的观点指出，“一种信任的选择也许是基于‘失望，附和，冲动，清白，美
德，信念，受虐狂或者自信，尽管这种多样性的概念是相当粗糙的。社
会心理学事实上总在试图把社会范围还原为个人心理变量’”。从表面
上看，虽然我们可以坚持在抽象层面对其内涵进行思考，但实际上已经
展示出来的研究因文化或学科的不同而在无形中影响到其内涵与外

延。就现有的信任含义来看，信任研究更多地还是带有西方文化的影
子。其思考方向是个人主义式的。用个人主义的视角来讨论信任，往
往挖掘出来的根源是其背后的人之自由（佩雷菲特，２００５：３７９－３９１；卢
曼，２００５：５３）。虽然西方哲学本身在有关“自由”概念的问题上也有争
议，但总体而言，它似乎还是成为构成信任产生的一个基本假定。这个
假定后来深藏于经济自由主义学说之父亚当·斯密（Ｓｍｉｔｈ，１９７９）有关生
产、贸易、分工等方面的讨论中，也就是说，如果个人的自由与自利不能
作为推论的前提，那么由那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的市场也就不可能成立。
从生产、贸易、市场的角度回溯信任的产生，我们或许看不到各文

化之间在信任问题上有什么不同，因为文化再有差异，信任还是处在人
们交往和交易当中，基本含义还是可以确定的。可是，我们一旦从假设
来推论社会的构成，便可以发现信任的背后其实各有自身文化的假定。
这些假定实际上导致了信任的含义、指向性及其运用方面都有自己的
偏向。比如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市场交易所带来的契约与相关法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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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保证，而中国人走出的信任路线却从“诚”开始，然后进入“仁
爱”，再到“信义”直至“背信弃义”的过程。
为了便于论述西方个人主义的特点，我们需要先来解读一下西方

学者关于信任的主要定义。根据目前西方文献中有关信任的形形色色
的定义，笔者大致将其归结为以下五个不同的方向：（１）对他人善良所
抱有的信念或一种健康的心理特质（Ｗｒｉｇｈｔｓｍａｎ，１９７４；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ｍｉｌｅｙ，１９９６；Ｓａｂｅｌ，１９９３；Ａｎｄａｌｌｅｅｂ，１９９５；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９８；

Ｍｃｌａ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ｃｋｍａｎ，１９９９；Ｄｉｒｋｓ，２０００）；（２）对他人特点的反应
（Ｓｃｈｏｏｒｍａｎ，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ｙｅｒ，１９９５；Ｍｉｓｈｒａ，１９９０；Ｍｃｋｎｉｇｈｔ，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ｒｖａｎｙ，１９９８；Ｗｈｉｔｅｎｅｒ，Ｂｒｏｄｔ，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　ａｎｄ
Ｗｅｒｎｅｒ，１９９８；Ｄｏｎｅｙ，Ｃａｎｎ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８；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１９９２）；（３）对他人行为的期待 （Ｒｏｔｔｅｒ，１９６７；Ｌｅｗｉｃｋｉ　ａｎｄ
Ｂｕｎｋｅｒ，１９９６；Ｃｒｅｅｄ　ａｎｄ　Ｍｉｌｅｓ，１９９６；Ｇｕｌａｔｉ，１９９５；Ｂｏ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ｌｍｅｓ，１９８５；Ｄａｓｇｕｐｔａ，１９８８；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ａｎｄ　Ｐｉｌｌｕｔｌａ，１９９８）；（４）
一种 有 待 证 实 的 冒 险 行 为 （Ｄｅｕｔｓｃｈ，１９５８；Ｈｏｓｍｅｒ，１９９５；

Ｓｃｈｏｏｒｍａｎ，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ｙｅｒ，１９９５；Ｎｏｏｔｅｂｏｏｍ，１９９６）；（５）对社会系
统正常运作的某种期待（Ｂａｒｂｅｒ，１９８９：１１；福山，２００１：３５；Ｅａｒｌｅ　ａｎｄ
Ｃｖｅｔｋｏｖｉｃｈ，１９９５：３８；什托姆普卡，２００５：３３；吉登斯，２０００：３０）。在以
上这些五花八门的定义中，笔者首先可以从中挑选出以下一些关键词
语：善意、诚意、德行、利益、信心、信念、承诺、动机、认知、能力、行动、理
性与非理性等。然后再对应以信息、预期、风险乃至博弈等来给出自己
的定义。然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明白这些词语的文化价值在哪里？
其实它们背后的价值体系就是个人主义。作为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
西方学者试图阐明的问题是：群体（或环境、社会、市场）中的个体如何？
个体组成的群体（或环境、社会、市场）又如何？基于这样的思考框架，
他们对个人的社会性基础假定是：自我与他人的各种关系。而信任就
是在这一框架中对行动者面对其社会环境时在预期性和风险性方面的

研究。沿着这样的思考路径，西方学者一方面十分关注个体的信仰、信
念、信心等问题，另一方面也同样关注组织中的信任（克雷默、泰勒，

２００３），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帕特南，２００１：１９５；福山，２００３：７４－７５）以
及信任与民主的关系（沃伦，２００４）等。
可是，中国文化关于信任假设的重心却不在这里。有关两者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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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问题，笔者特别赞同许烺光（２００２：１２）在其文化比较研究中所提出的
基本假设：美国人是自我依赖，中国人是相互依赖。前者同个人主义相
联系，后者同情境主义相联系。个人主义的自我与情境主义的自我两
者截然不同，前者是独立的，即相对于自我，其他人都是他人；可后者不
独立，当自我面对其他人时，自我既可以包容他人。使其成为自我的一
部分（Ｍａｒｋｕｓ　ａｎｄ　Ｋｉｔａｙａｍａ，１９９１），也可以把他人只看作他人。这样
的不确定就是情境主义的，其关键体现为，自我可以扩大，可以让自我
进入关系来寻求不分彼此的自己人（杨宜音，２００３）。以上所述的研究
概括，对于中国人自身而言，都是能够感同身受的。个体性特征在信任
研究中的减弱，便导致了个人的善意、诚意、德行、利益、信心、信念、承
诺、动机、认知、能力、行动、理性与非理性等并不显得那样必不可少，当
然，这绝不意味着这些要素在信任中不起作用。笔者所要强调的是，对
于重视关系的社会来说，以上这些要素不是个人必须坚守的部分。当
任何一种要素缺乏的时候，关系都可以用来进行弥补。以关系为基础
的信任似乎更加符合信任的本意，因为信任的本质就是要求在自己有
需要的时候可以信赖于别人。只要在一个人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网络
中有这些要素在游动，那么乐于搞关系的人的生活重点就能在期间寻
求到它们。
在关系中建立自我是建立“放心关系”的前提。这个前提让西方人

划归为信任的部分往往不是中国人的信任部分，因为中国人的信任地
带相对西方人而言要更加外围一点。更加外围的地带属于一种模糊
的、值得怀疑的地带，表示信不信的问题开始出现了，被唤醒了，构成了
社会交往中的警觉状态。这一警觉的出现是防范意识的开始，因为研
究者研究这一部分很容易把其中的警觉和防范当作“低信任”来定义，
便造成了中国人低信任的结论。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而属于
文化理解上的不同。我们固然同意，在信任的要素中有信息、期望乃至
博弈的成分，这些成分总体上显现为社会的不确定性。可家族主义文
化中所建立的血脉、血亲、家人、亲缘、亲情等观念，是在不确定性的社
会中寻求到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风险和博弈的
成分。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中国人对“亲生”的重视，很难理解何
谓“手足情”，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生育如此看重。也正是因为
亲生问题被一再强化，也就区分了中国人与日本人在信任问题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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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福山，２００１：１７３－１７７）。
由以上讨论可知，信任的含义在高度抽象的、模糊的以及社会事实

的方面均可以得到确认，而进一步的确认还可以揭示文化的差异。已
经被抽象出来的较具广泛性的结论是：信任是人类相互依赖的重要方
式之一，它昭示出一个人无法离群独居，必须借助于他人及其他物。但
依赖性同信任之间的关系并不构成正相关的关系，相反却体现出一定
的复杂性。例如同“不信任”意思相近的猜忌、怀疑、背叛、欺骗等依然
是在依赖性中发生的，严酷的律法与监视也是在依赖性中发生的。信
任究竟如何表现，取决于文化特点及其对人的假定。在个人主义价值
的影响下，一个人越依赖于自我，一方面其人格与能力也就越重要，另
一方面他对社会系统［这种社会系统借用吉登斯（１９９８：２１，１５４－１６４）
的说 法 是 抽 离 化 机 制 （ｄｉｓ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分 符 号 标 志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ｔｏｋｅｎｓ）与专家系统（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的依赖也会随之增加，
因为这其中的生活方式更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对社会设施、社
会安全和社会保障的期望也就更大。而在家族主义价值的影响下，一
个人越依赖家人和亲人，那么，其人格与能力虽然仍在发挥作用，却不
再受到重视，相反甚至还受到压抑；个人也可以不侧重考虑社会层面的
保护，因为他所依赖的主要是他的关系和人脉。关系和人脉之重要，足
以构成人的全部生活。他不需要关注社会建设的问题，只需要专注于
对自己网络的融入，并从中寻找可以被自己利用的社会资源在哪里。
社会资源作为议题，在抽象而模糊的意义上当然是构成信任的重要条
件，它启发了西方学者在社会资本的概念下来重新认识信任。但在一
般中国人的见解中，社会资源的使用不是制度化的、团体化的及资格的
问题，说到底它还是一个关系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资源不需要
借助于制度化、团体化与成员资格的方式来运作，完全可以根据关系自
身的特点来运作。那么，关系自身的特点又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
人情与权力（翟学伟，２００５）。由此一来，一个人生活中的风险防范，未
必需要社会系统来完善，而可以通过关系网中的权力来控制。当然，中
国现代社会所推进的市场化，会使类似于如吉登斯所提出的那样的议
题凸现出来。在信任的另一个抽象的层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信息的
重要性。在通常情况下，当我们讨论信任能否建立的问题时，实际上是
以设想信息在起作用为前提的。信息掌握的越多，信任建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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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越大。的确，中国文化也强调完全的信任是建立在全知性的基础上
的。但是，信息与信任之间的关系在中国文化中也有互为因果的可能。
比如只有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信任，传达的信息才可以判断为真；没有信
任关系，信息真假本身不能判定（翟学伟，２００３）。还有一种可能是信任
和信息的指向性有差异。比如以关系作为基础的中国人偏重于对人的
信任或掌握个人人品方面的信息，而轻视做事及其能力的信息。大量
的中国事例告诉我们，中国人托人办事，借钱给人是因为对此人信任，
但结果办不成事与借钱不还却是由于没有考察此人的能力，致使信任
发生问题。而近来中国社会中出现的“杀熟”现象则反映出了这样一种
变化，即中国人自以为知根知底，而实际上却将全知性的信任建立在了
网络处罚机制已经失效的社会之上。
可见，超越于文化之上来定义信任的几个要素是成立的，即所谓信

任是在社会不确定性增大时所启用的一种对他者的依赖方式。其基本
含义是在某一社会单位有了特定要求后，通过求助他者来实现自己对
未来的预期并由此发生的相应行为。其社会功能就在于简化社会运作
的复杂性和降低交往中的社会成本。前者是卢曼信任理论的重点；后
者则表现为社会成本越低，信任的纯度越高；成本越高，不信任的浓度
越高。那么，就此层面看，信任的本质究竟在哪里呢？虽然卢曼（２００５：

１４）对信任的时间性有所批判，但思考时间在信任中的意义对我们无疑
是有启发的，因此，在此有必要阐述一下与信任有关的时间含义。笔者
认为，信任可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前者指向未来，后者指向他者。
从物理和社会两方面的原理来看，人们所置身其中的时空始终处于变
动的状态，而所谓信任的本质就是人们想在时空变动时维系自己想依
赖的对象不发生时空变动。简单地说，即“与时不俱进”：它指向未来却
保留过去；它依托他者却维持自信。基于对信任的这一本质的认识，我
们再来讨论一下信任为什么可以简化社会的复杂性的问题。笔者以为
其根本在于它自身所具有的保留与维持的特点。保留与维持是人在变
动的关系中对“不变”关系的追求。当生活环境一切依旧或者停滞不前
时，社会的复杂性自然就大大降低，信任所发挥的简化机制也成为多
余；而当生活环境开始变幻莫测时，社会复杂性越提升，信任的简化机
制的重要性就越会得到体现。换句话说，当生活环境中复杂性因素越
来越增多时，借助于信任就既可以维持旧有的生活又可以模拟简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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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运行。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如何确保不确定中的可确定性，借助
什么方式来建立和维持信任则各有偏重。比较而言，处于关系取向假
定中的社会与处于个体取向假定中的社会，两者所发展出来的信任含
义、委托方式和相应的处罚机制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六、结论

通过以上讨论，笔者认为，随着信任研究成果数量的增加，我们的
研究已经到了该回到常理上来重新展开梳理的时候了，否则，除了实证
研究不断地提供最新的数据统计结果以外，我们照样要迷失在繁复而
五花八门的观点之中。
本文认为，信任既是一种普遍的社会事实，又有鲜明的文化特征，

不同的文化会因自身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构成的差异而发生对人性、关
系以及人群的不同假设，进而产生不同的信任内涵与外延。信任理解
上的差异初步体现为信任地带的位移。笔者所理解的信任地带应该位
于社会依赖关系的中间地带，信任在这个地带上的展现不表明它是一
个明确或肯定的含义，而是一个质疑的含义，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对
“信”的疑惑以及由此所发生的心理与行为。这一观点意味着，有一种
依赖关系的地带是安全的，人们在其中没有疑虑，没有想过彼此之间会
设问信任存不存在的问题，因此可以叫放心关系。放心关系可以有两
个层面，一是没有被唤醒的层面，它主要体现在家人和亲人的关系中；
二是被唤醒的层面，即社会通过教化和加强信仰与修养的方式所建立
起的人格和道德要求来加以实现。关于这一地带，如果我们一定要用
信任概念来界定，可以称之为无约束机制的信任。而平常意义上的信
任大都是有约束机制的信任。随着对信任地带疑虑的增加，不信任的
成分逐步增大，最终社会要借助于严格的制度与监控才能保证社会正
常关系的维持。约束机制的严厉使社会秩序回到了正常运行中，人们
再次过上了放心的生活，只是这一层面的放心关系是不得不以强大的
社会惩戒方式作后盾的，完全不同于无约束机制的放心关系。
信任地带发生的位移现象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假设，在于中国社会

假定了人的生活具有相互依赖的倾向，不同于西方社会假定人的生活
具有自我依赖的倾向。前者的社会预设导致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对于
关系以及社会网络的需求很强烈。再加之中国人的关系网在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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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不流动的特点，因此其处罚机制主要体现在一个人及其相关者
在其网络中的名声以及能否继续留在该网络的问题上；而自我依赖的
假设导致了个人社会流动性。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人所属的团体及其
规范便显得更加重要，同时，相应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系统也担当了重要
的约束功能。通常情况下，前者的信任机制被看作是特殊主义的，后者
被看作是普遍主义的，其实，两者的特征中都有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成
分，只不过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以上信任研究框架可见图１。

图１：信任关系及其文化模式

　　讨论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社会事实的信任，其本质在于一个
人在面对社会复杂性增大或社会自身发生巨大变化时所表现出来的对

既往时空中依赖对象的控制倾向，以便可以照常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和各种风险。我们知道，对于社会系统中各个部分的控制需要付出极
大的成本，而信任的建立和维持将能确保运行成本的最小化，并将简化
复杂社会的运行。那么，为什么可以实现这一可能性呢？关键点就在
于信任的核心是用熟悉的或少有改变的部分来指向和应付可变的、不
可测的部分。只不过，熟悉也好，不变也罢，其保证和承诺系统究竟在
哪里，各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文化设计和偏向。由于文化不同，信任中所
包含的不确定性、期待与博弈的特征以及作为基础的信息也都有自己
的不同方向和运作模式。
目前关注信任研究的学科有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

管理学等，学科取向的不同以及各学科的学者因自身的文化立场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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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给信任研究带来空前繁荣的同时，也会使人产生如入迷宫的感
觉。如何清理现有的各式各样的观点，进一步推进信任研究，甚至建立
起信任研究的理论框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本文只是在研究框架、
文化比较与理论构想上提出一些尝试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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